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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中国同盟代表王安娜 

 

1950 年 2 月，德国友人王安娜得到中国福利基金会发出的“第壹号”聘书。这是补发

证书，聘任时间是保卫中国同盟时期的 1938 年 11 月 1 日，聘任职务是“运输组主任”。 

 

事实上，保卫中国同盟当年还没有运输组，常伴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寥寥数人，但

是，正是王安娜为保盟物资运输打通了关卡，并长期从事保盟及其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物

资运输和对外联络工作。物资运输和对外联络是保盟的核心工作，能够承担这一重任，与

王安娜特殊的经历和她特殊的身份有关。 
 

 

*中国福利基金会补发给王安娜的“第壹号”聘书 

 



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施瓦茨（Anneliese Schwarz），1907 年 9 月 20 日出生在德国前

西普鲁士省（二战后划归波兰）但泽市附近一个农村家庭。父亲在一战中阵亡，母亲靠政

府抚恤金维持一家人生活。童年的经历养成了安娜利泽勤奋独立的性格。中学毕业后，她

先后就读于 Königsberg 大学（现属俄罗斯）、Greifswald 大学、柏林大学及奥地利的格拉兹

（Graz）大学，在格拉兹大学取得历史哲学博士学位。 

 

 
*大学时代的王安娜 

 

在柏林求学期间，安娜利泽与在柏林读书的王炳南相识。王炳南 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时为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中国共产党旅德支部）书记，1932 至 1933 年在季米特

洛夫领导下，担任宋庆龄任名誉主席的国际反帝大同盟的东方部主任。安娜利泽与王炳南

在思想上有很多共同点。她也是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因为参加反希特勒纳粹主义的活

动，曾经两次被捕，于 1933 年 3 月离开了她在柏林供职的普鲁士国家档案馆档案资料出版

部。1935 年，两人在英国伦敦结婚，安娜利泽取中文名字王安娜，加入中国国籍，领了中

国护照。 

 

 

1935 年，王安娜与王炳南摄于柏林 



 

1936 年 2 月，王炳南收到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通知，要求他回国做杨虎城工

作，于是带有特殊使命的王炳南偕安娜由柏林经莫斯科回西安老家。安娜自此开始了她

“嫁给革命的中国”的生涯，直至 1955 年回国。 

 

 

1936 年，杨虎城将军和王炳南在西安 

 

1937 年 3 月，王安娜在上海结识了对她的一生有决定性影响的宋庆龄。从 1938 年开

始，直到 1955 年，王安娜和宋庆龄一直保持合作，和宋庆龄的亲密交往对她来说“有不可

估量的意义”。在漫长的岁月里，她对宋庆龄的尊敬和仰慕“与时俱增”。 

 

一、结识宋庆龄 

 

1936 年 9 月，杨虎城赴沪治牙病，随即召王炳南来沪，王炳南不忍留即将临盆的妻子

一人在西安，于是偕王安娜一起来到上海。在上海他们曾租住在法租界莫利爱路，不远处

就是宋庆龄寓所。安娜也确实曾上门求见，但那时她对宋庆龄而言是一个陌生人，宋庆龄

并没有准见。 

 

杨虎城离沪后，王炳南陪伴妻子在上海迎来了他们的小宝宝王黎明，这一天是 10 月

19 日，鲁迅逝世的日子。10 月上旬，勤奋的安娜不顾即将临盆，去看望了病入膏肓的鲁

迅，告诉他正开始把他的《祝福》等作品译成德文。鲁迅给她看了珂勒惠支的版画，还邀

她再来一次，介绍她认识一些青年作家。可是，这个意愿未能实现。 

 



 

*1937 年，王安娜和王黎明 

 

11 月，王炳南被杨虎城急电召回西安。西安事变爆发后，安娜不愿意袖手旁观，她决

定突破难关到西安去。12 月 31 日，冻僵了的安娜带着 2 个月的宝宝抵达了西安。当天晚

上，她与史沫特莱初次见面。安娜说她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史沫特莱用温暖和热情来款待

她的夜晚。史沫特莱用戏剧化的语言、连讲带比划地向安娜描绘了西安发生的一切，她把

自己的毯子和厚衣服送给安娜，还为安娜的宝宝换尿布，她就像对待一个老朋友那样欢迎

安娜的到来。 

 

 

*1937 年，王安娜（右一）、王炳南（右二）在西安 

 

在西安，安娜继史沫特莱、贝特兰之后，通过 XGOB 广播电台向世界播报西安的真实

消息。她还由史沫特莱带着，一起去西安郊外拜访红军。那是安娜初会红军，她看到红军

战士非常疲惫，明显的营养不良，但是他们的脸上却看不到空虚和绝望的表情。红军战士

对她说：“参加红军，就是走上幸福生活之途。” 

 

史沫特莱去延安后，给安娜来信邀请她也去。1937 年 3 月，安娜来到延安，跟史沫特

莱同住一个窑洞。在延安，她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结识了彭德怀、贺龙、林

彪，见识了居住条件最好的李德窑洞，还见到了三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女战士——贺子

珍、康克清、邓颖超……在他们口中，安娜了解到红军长征许多详细的情况。她认识到，



“红军幸存的主力部队，经受了难以名状的艰难困苦的考验，在激烈的战火中锤炼成了钢

铁战士。” 

 

 

1937 年，王安娜（右一）、史沫特莱（右二）在延安 

 

 

1979 年，王安娜重回延安，在毛主席旧居前留影 

 

不久，王炳南来电，要安娜尽早返回西安同往上海。在即将离开延安时，廖承志来

访，他说请求安娜替他带一封信给住在上海的母亲何香凝报平安，他已经多年没有和她通

音讯。他说：“母亲和孙逸仙夫人是好朋友，她现在也住在上海，我想您一定会见到她

的。” 

 



 
长征后到达延安的廖承志 

 

1937 年 3 月，安娜偕子随王炳南移居上海后，将廖承志的家信送到了何香凝手中。何

香凝含泪感谢安娜给她带来爱子的信息，而安娜对她则不能不表示更深的谢意。因为她使

安娜认识了影响安娜一生的宋庆龄。 

 

在何香凝的引荐下，安娜终于见到了宋庆龄。初次站在宋庆龄面前，她和所有人一样

惊叹宋庆龄的美。不久，她也成为《中国呼声》的大力支持者。这份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

大力发声的英文出版物，是在宋庆龄的支持和协助下创办的，安娜给予了杂志“一切可能

的帮助”。 

 

 

1930 年代，宋庆龄与秘书黎沛华在莫利爱路寓所 

 

二、香港重聚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王安娜迅速投入上海人民的抗敌活动，她参加了上海市

各界抗敌后援会宣传委员会，参与发行外文宣传资料，定期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的活动，

并和王炳南一起用德语对外播音演讲，向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和向外国进行有利于中国的宣

传活动。 

 



 

1937 年 11 月 3 日，《申报》对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宣传委员会的报道 

 

在上海，安娜结识了 7 月份刚刚从新西兰回到上海的路易·艾黎，两人走遍了淞沪抗

战后的大街小巷。他们穿过日占区充满死亡和恐怖的街道，也走进了阴暗简陋的杨树浦贫

民窟。艾黎告诉了她什么是包身工、女工们的生活有多么悲惨。 

 

通过艾黎，安娜在上海又见到了老相识斯诺。1936 年 6 月，斯诺手持一位德国著名汉

学家为他写的介绍信找到王安娜，请安娜为他去延安采访提供帮助。和斯诺一起去延安的

马海德，还为重病的王炳南治了病。 

 

在上海，朋友们聚在一起谈论如何改变中国的现状。大家讨论得出的结论是组织工业

合作社。 

 

 
*1937 年，王安娜与路易·艾黎（左）、埃德加·斯诺（右）在上海 

 



 
1937 年，王安娜（右三）、海伦·斯诺（右五）、路易·艾黎 

（左一）与在国际伤兵医院服务的童子军、部分伤兵合影 

 

年底王炳南去临时首都汉口为周恩来工作，他给安娜来信说：“我与周恩来曾谈起你，

他说，你在上海的工作很能起作用，现在还是留在上海的岗位为好。” 

 

1938 年 6 月，安娜终于获准可以去汉口。经过香港时，她来到嘉林边道宋庆龄寓所与

宋庆龄重聚。正是在宋庆龄寓所，是月 14 日，保卫中国同盟刚刚正式宣布成立。于是，诚

如王安娜所言：“我从保卫中国同盟创建起时便是它的成员。”保盟后来出版了《保卫中国

同盟新闻通讯》，王安娜也曾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 

 

 

1938 年夏，宋庆龄在香港 

 

三、保卫中国同盟汉口代表 

 

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一员，王安娜与宋庆龄就到汉口接受任务的问题商谈过多次。因

为保卫中国同盟支援中国红十字会位于长沙的救护训练所，安娜在汉口的任务是把红十字

会的活动情况报告给保盟。任务确定后，安娜才启程去汉口。 

 



1938 年 7 月，王安娜乘坐的飞机在空袭警报声中降落在武昌机场。一家人在汉口团

聚。 

 

 
1938 年，被轰炸后的武汉 

 

因为安娜和宋庆龄约定，要尽快把红十字会的工作情况以及伤病员和难民问题的有关

报告送给保盟，所以，她决定参加前线访问团去现场考察，为她的报告收集真实的资料。 

 

前线访问团由史沫特莱、史迪威、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协助艾黎工合工作的英国

青年乔治·霍克以及王安娜本人共 5 人组成。一行人在 8 月上旬启程。他们坐火车来到长

沙，访问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倾听总队长林可胜和后方勤务部卫生处处长卢致德谈

他们的工作和困难。林可胜告诉他们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训练所“最初培养的几批医疗小

队，在前线都表现得很出色。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有的已经牺牲，有的负了伤，”损失不

小。一行人随后经南昌来到他们此行的目的地——伤员收容所。他们看到的是一幅地狱

图。 

 

 

《保卫中国同盟 1938-1939 年报告》刊登的中国红十 

字会救护训练所所长林可胜照片及学员在操练的照片 

 



 

《保卫中国同盟 1938-1939 年报告》刊登的中 

国红十字会一医疗小队在前线运送伤兵的照片 

 

在归途中，在他们的再三坚持下，他们的司机终于允许 5 名疲惫不堪的伤兵搭车同

行。史迪威说：“比起汉口那些高谈阔论的家伙来，还是这些农民的子弟能勇敢地保卫祖

国！总有一天，他们的权利会恢复，他们会受到平等的待遇。” 

 

 
1938 年 8 月，董必武、叶剑英等会见美国海军情报官员卡尔逊时合影。前 

排左起：王安娜、卡尔逊、叶剑英、陈家康；后排：董必武、凯丰、李克农 

 

9 月，日军开始逼近武汉，安娜忍痛接受丈夫的意见，送别奶妈和孩子回丈夫老家。

武汉陷落日益逼近，国民政府已移往重庆。10 月 23 日，夫妇俩坐上八路军办事处租用的

“新升隆号”轮船撤离，同行的还有正准备回国途经武汉的加拿大护士琼·尤恩。他们在

李克农和边章五的带领下出发了，但是在出发第二天便遭遇到生死之劫。24 日，王安娜等

人跟着李克农上岸进村休息，跟他们上岸的还有随身保管藏有机密文件和所有人路费的小

皮箱的赵世炎烈士夫人夏之栩。一行人出村回船时，日机出现，“新升隆号”被炸毁，日机

随即疯狂扫射落入水中和在岸上四散奔逃的人群。王安娜一行人因为有李克农沉着冷静的

指挥，在日机扫射下逃过一劫。 

 



 

*被炸毁后的“新升隆号”轮船 

 

 

*转战途中到农村与农民交谈。中坐者为李克农，左边的外国妇女为王安娜 

 

全船三分之一的幸存者在李克农带领下，历经艰苦终于来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得到

先行抵达的周恩来的热烈欢迎。李克农带领大队人马继续南下，三天后抵达衡阳。一到衡

阳，他们就听说长沙已被有组织地夷为平地。11 月 16 日，当周恩来等人冲出长沙大火，

撤退到衡阳时，李克农已经奉命在衡阳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12 月 3 日，周恩来先行坐飞

机撤退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他邀请王安娜和琼·尤恩同行，但是二人坚持不离开大部

队。 

 

 

*1938 年 11 月，李克农率一行人抵达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后留影。前排右起： 

王安娜、琼・尤恩；后排右起：王炳南、李克农、夏之栩、边章五、李延禄等 



 

不久，王安娜一行人也来到桂林。在他们抵达桂林次日，周恩来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

会见了安娜。他对安娜说：“现在，关于你的去向，我的意见稍为有些变更。前几天，运往

西北去的大量医药用品、野战医院的设备和 X 光透视机，已经抵达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

这些物资现在全部要经印度支那（即中印半岛，时为法国殖民地）才能运去。装船的话太

慢了。上海也有保卫中国同盟的组织，但我们和他们未能取得紧密联系。因此，我想请你

到香港和上海去，多少帮帮孙夫人的忙。如果你能接受这个任务，那我们太高兴了。” 

 

 
1938 年，周恩来在武汉 

 

四、打通物资运输线 

 

1938 年 12 月中旬，周恩来乘飞机前往重庆之前，将广西龙州区民团总指挥官李新俊

介绍给王安娜。安娜同李将军一起乘车出发，三天后抵达位于广西南部的龙州，并在李将

军帮助下得到了进入中印半岛的入境许可。发现海防海关法国政府官员对中国人百般刁难

后，对完成任务忐忑不安的安娜在海防坐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 

 

在香港，安娜住在西摩道 21 号保盟办事处，她对宋庆龄说她想尽快去上海。宋庆龄亲

切地对她说：“上海也有许多工作等着你做，到了那边你就不能好好休息了。等你再回到香

港时，我们一起到海边去作几次愉快的远足。” 

 



 

香港西摩道 21 号保卫中国同盟办事处 

 

1939 年 1 月，安娜来到上海，她在上海停留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和保盟上海分会成员

的商谈上。他们谈到了组织和技术上的各种问题。保盟上海分会急于知道沦陷区最需要的

救援物资是什么，在上海已收集到的物资如何运往内地。为了提高上海分会的工作效率，

安娜被邀请给几个志愿做这方面工作的小组谈谈自己在前线的体验和有关红十字会的工

作。 

 

回到香港后，安娜经常和大家商洽她到中印半岛的工作。3 月 11 日，满载 5 辆卡车的

援助物资由两名英国医生哈利·泰博特（Harry Talbot）和保罗·杜汉（Paul Dohan）负责

用船从香港运往海防。 

 

 
*1939 年 3 月 11 日，宋庆龄在司徒永觉夫人和诺曼·法郎士的 

陪同下，上船查看救援物资。远处二人为王安娜和哈利·泰博特 

 

在海防，两位英国医生去海关交涉，但毫无效果，甚至他们乘坐的开往贵阳中国红十

字会总部的救护车，海关也不放行。打通海防海关的任务十分艰巨。安娜在香港爱国名

媛、为支援抗日志愿工作的年轻姑娘李安西（笔者注：李安西时去贵阳任林可胜秘书，贝

特兰 1939 年夏在贵阳见过她，她后任端纳秘书，协助端纳整理回忆录。）陪同下启程去海

防，同行的还有 20 名新加坡华侨，他们向保盟提出志愿担任滞留在海防的卡车的驾驶员。

李安西为安娜做翻译。 

 



 
*1939 年 3 月 11 日，在装有满载救援物资卡车的船上，宋庆龄与王安娜等人合影。前排左

起：王安娜、哈利·泰博特、宋庆龄、司徒永觉夫人、李安西；后排左起：诺曼·法郎

士、保罗·杜汉 

 

分手时，宋庆龄对安娜说：“能得到你的帮助，实在令人高兴。你能说法语，又是妇

女，办起来可能会顺利些。” 

 

宋庆龄的推理被证明是正确的。让在海防海关空等两周都没有结果的泰博特医生很不

服气的是，安娜一出面就解决了难题。在海防海关，看到来的是一位“柔弱”的漂亮女

性，又听到这位女性说的是德语，那些来自德法边境地区会说德语的法国官员态度就越发

亲切起来。安娜借着自己的性别和语言优势，立马就办好了所有通关手续。次日，安娜便

带着车队取道河内、东丹，以最高速度驶向中国国境。一到龙州，安娜就接到八路军办事

处电报，要她立即回海防去，新的待运物资又到了。此后数周内，安娜频繁往返，这使她

在广西南部一带成了知名的“王太太”，各方都来求她帮忙通关，但光是给保盟和八路军办

运输就够她干的了。 

 

 

*1939 年 3 月 22 日，法国在越南海防的政府颁发给王安娜的过境临时许可证 

 

1939 年 4 月，安娜直接从昆明乘飞机去了重庆。 

 



五、保卫中国同盟重庆代表 

 

在香港时期，安娜同宋庆龄谈论过她到重庆以后的工作。宋庆龄反复向她说明得到国

际和平医院等保卫中国同盟支持的许多项目的情况报告是如何的必要，她答应宋庆龄会尽

早去华北前线，“这是因为来自华北前线的给保卫中国同盟的报告太少了”。 

 

1939 年 5 月，周恩来回到重庆，他给安娜布置了新的任务——往贵阳接收红十字会指

定给八路军野战医院的医药品和补助物资，同时还要与红十字会会长林可胜商谈今后的合

作。借此机会，安娜准备跟林可胜谈谈保卫中国同盟的新计划，向他说明她已任保盟驻重

庆的代表。 

 

 
1939 年 3 月，周恩来在皖南新四军军部驻地留影 

 

为此，周恩来特地给了安娜一张以“八路军少校”为头衔的军用通行证，这使得安娜

成为了八路军的第一位女少校。周恩来说：“这张军用通行证对你往华北前线去会有帮

助。” 

 

在贵阳，安娜的主要工作是担任“西班牙医生”的联络人，给他们送书报，把他们的

报告交给保盟或交给为支援他们而献金献物的外国组织。 

 



 

王安娜在抗战时期的各种证件 

 

1939 年 6 月，安娜在重庆收到宋庆龄来信，再次叮嘱她依约行事。周恩来也劝安娜尽

快去华北，因为进入八路军地区的困难与日俱增。已经有人听说，往延安去的学生们遇到

了国民党的封锁及其他的障碍。保盟的工作需要真实的、生动的材料，周恩来因而想尽办

法给安娜收集了许多资料，用以说明共产党支配地区的社会施设和文化施设。安娜把这些

资料译成英文寄给宋庆龄，但是这些材料仍然不足，而且有些单调。 

 

为进入华北敌后根据地，安娜经历了很多危险。在包围圈中，她白天休息，夜间行

军。在黑夜中，她穿过深山峡谷，在悬崖峭壁上夜行军，身上长了虱子。在战士掩护下，

穿过日军占领下的铁路线后，安娜终于来到八路军师部。她用法语采访了聂荣臻，了解了

边区“豆选”制度、减租减息制度，以及工农组织和妇女组织。 

 

 

1938 年 9 月 25 日，白求恩与聂荣臻接受广州《救亡日报》记者采访 

 

访问白求恩大夫主持的国际和平医院是安娜此行的目的。即将开拔前线的白求恩大夫

带她参观模范医院——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向她讲述缺医少药之苦。安娜向白大夫保证

保盟一定会把必需的医药物资调配给他。 

 



 
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旧址 

 

安娜把八路军卫生队的广泛活动，以及它所发挥的卓越的能力等详细情况综合起来，

与急需的医药品清单一并送交保盟和宋庆龄处，但这些药品未能运到，白求恩大夫白等了

一场。 

 

 
*1939 年 9 月初，在重庆，王安娜陪同尼赫鲁在八路 

军重庆办事处，会见中共在重庆代表博古和叶剑英 

 

1940 年 4 月，宋氏三姐妹联袂乘飞机由香港来到重庆。宋庆龄坦率地对安娜说：“我

按照姐姐和妹妹的愿望到重庆来了，但这里并不是我生活的地方。香港有更有益的工作等

待着我，不是像在这里，当展品。” 

 



 

1940 年 4 月 25 日，宋氏三姐妹视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都事务所 

 

回到香港后，宋庆龄给安娜来信说：“实际上是政府阻止这些医药用品的输送。家丑不

可外扬，难道我们能够对外国朋友说明这个情况吗？我本来还没有下决心把实际情况告诉

他们，不过，连英国救援机构的成员都被政府阻挡不让通过封锁线，我怎么还能瞒得住

呢？” 5 月 30 日，宋子文辞职。6 月 15 日，保盟中央委员会在《救济工作与政治——答

宋子文先生》一文中彻底揭露道：“在外国红十字会和救济基金会目前送到中国的大批物资

中，没有一点到达他们访问过的那些重要作战地区的前线。” 

 

此后数年间，保盟事实上停止了设法把药品送到医院去的努力，外国为医院募集的捐

款，只交给驻重庆的八路军代表部门。 

 

六、与宋庆龄的密切合作 

 

1941 年 12 月 10 日，宋庆龄在香港沦陷前，乘坐最后一班飞机来到重庆。自此，安娜

与宋庆龄开始了密切的合作，一直到 1955 年。 

 

宋庆龄初到重庆时，安娜是她时时见面的唯一的旧相识。在保盟前委员会驻重庆代表

王安娜的帮助下，宋庆龄开始在重庆重建保盟组织。她们设法和国外接上关系，并采取措

施确保保盟在各地的援助项目能继续获得援助。这些机构有纽约美国援华委员会、加拿大

维多利亚医疗援华委员会、加拿大维尔农中国战灾救济委员会、荷属西印度阿鲁巴爱国华

侨协会和英国的中国运动委员会。 

 



  
*1942 年 7 月 23 日，宋庆龄致函王安娜，请她联系美 

军驻延安观察小组临时负责人帮助运送给延安的物资 

 

1942 年 8 月 3 日，廖梦醒应周恩来要求，来到重庆帮助宋庆龄恢复保盟的工作。8 月

6 日，宋庆龄致函王安娜，告知她准备改组保卫中国同盟委员会。到 8 月中旬，保盟在重

庆已经集合了足够数目的委员，可以正式重组一个中央委员会了。8 月 14 日，宋庆龄致函

王安娜说：“在写信时，爱泼斯坦应以改组后的保卫中国同盟执行书记的名义署名。你作为

司库，梦醒作为办公室中文秘书。这是我的建议，我希望你们都会同意担任这些职务。” 

 

 

*1942 年，王安娜（左二）、周恩来（左三）、王 

炳南（左四）、龚澎（左五）与外国朋友在一起 

 

保盟正式恢复了工作，而固定在保盟办事处——宋庆龄重庆两路口新村 3 号寓所工作

的，总共也只有宋庆龄、廖梦醒和王安娜 3 人。 

 

对于这段日子，安娜回忆道：“这时，我与孙夫人虽然经常见面，但几乎每天我们总还

是习惯交换长函短柬。她还常常让用人给我送点儿使我欢心的小东西，比如在重庆弄不到

的一点儿美食，这是她出席豪华宴会时，悄悄地为我藏起来的，或者给我的儿子一件玩



具，等等。”“我们常常在重庆南面的群山之中散步。”在被人认出来后，安娜就在宋庆龄身

后保护住她，“怕她被发狂般聚集而来的群众挤坏了。” 

 

 

*1944 年，王安娜与李公朴（左一）、茅盾（左 

二）、爱泼斯坦（右二）、章汉夫（右一）等在重庆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了，曾经共生死的王炳南、王安娜夫妇二人

却因为各种原因决定暂时分手，分开一段时间再决定是否恢复夫妇关系。 

 

 
*王安娜和王炳南、王黎明在重庆 

 

8 月 28 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到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王炳南将他们从机场接到

曾家岩桂园，他是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期的秘书。9 月 8 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桂园举行

招待在重庆的各国援华救济团体负责人的茶会，安娜陪伴宋庆龄出席。 

 



 
1945 年 8 月 28 日，王炳南在机场迎接毛泽东 

 

 

*1945 年 9 月 8 日，王安娜陪同宋庆龄进桂园 

 

1945 年 11 月 8 日，宋庆龄返回上海，因为原莫利爱路（时为香山路）寓所已无法居

住，遂直接入住靖江路 45 号。安娜随即也追随她来到上海。 

 

宋庆龄在上海开始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后，王安娜和廖梦醒、魏璐诗一起，成为宋

庆龄身边最重要的工作人员。儿子黎明也与乔冠华、龚澎一起从重庆乘马歇尔专机来到了

上海。 

 



 
*王安娜与儿子黎明在上海。左一为王安娜助手、中国福利基金会职工王成根 

 

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迅速扩展，队伍也逐渐扩大，王安娜又忙得快飞起来了。1946

年，王炳南在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工作时，有几次来上海与宋庆龄商讨一些事情，与王安娜

曾在宋庆龄香山路寓所相见。1948 年夏，宋庆龄搬回香山路寓所居住，她邀请安娜来做客

说：“希望你能过来团聚一次，正如你和炳南曾在这栋房子再见面时，你们称作的那种团

聚。” 

 

 
1947 至 1948 年，中国福利基金会广东路 86 号总办事处人员名单。运输组：王安娜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宋庆龄在给王安娜的信中愉快地写道：“感谢上苍，我们现

在总算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宋庆龄 1949 年 5 月 26 日致王安娜函 

 

 

*1949 年 9 月，王安娜陪同宋庆龄在北平会见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秘书长伍云甫（左一）、

副秘书长熊瑾玎（右三）、业务主任林仲（右二）、医疗顾问马海德（右一）。左二为宋庆龄

在北平时秘书曾宪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为中国福利会，由于工作转型，中福会不再需要

外籍人士专门从事海外募捐和物资运输管理，王安娜暂时被借调到北京工作。为了表彰王

安娜等中国福利基金会成员所做的大量工作，当他们首次从上海到京时，周恩来专门为他

们举行了庆祝会，董必武、聂荣臻、杨尚昆等领导也前去祝贺。 

 



 

*1949 年 7、8 月间，在北平共商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事宜。王炳南（左一）、李德全

（左二）、刘宁一（左三）、王安娜（左四）、艾乐思（左五）、周恩来（中后）、李效黎（右

五）、康克清（右四）、熊瑾玎（右三）、聂荣臻（右二）、董必武（右一）；后排站高出头者

为杨尚昆，其身前为苏井观、其身右为伍云甫、马海德；王炳南身后为林迈可，王安娜身

后戴眼镜者为王荫圃、李德全身后为柯柏年，刘宁一身后为林仲，最高个者为谭宁邦 

 

 

*1949 年 10 月，上海市军管会给王安娜发放的通行证 

 

1955 年，离家 20 年的王安娜回德国定居。安娜回国后，与宋庆龄一直保持书信往

来。宋庆龄也关心着王安娜留在中国的儿子王黎明，并时时在书信中告知。王黎明后于

1978 年赴德国与母亲团聚。王安娜曾于 1959 年和 1979 年来华，与宋庆龄、邓颖超、康克

清等老朋友相见。 

 



 

1960 年 8 月，宋庆龄与王黎明、罗叔章（右）、柳无垢（左）在北 

海西河沿 8 号（今西城区前海西街 18 号郭沫若纪念馆）寓所合影 

 

1981 年 6 月 3 日，正当宋庆龄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时候，治丧委员会成

员、时任德中友好协会名誉主席的王安娜在德国家中收到了宋庆龄临终前寄来的最后一个

邮件——刚刚出版的《中国建设》杂志。王安娜百感交集地凝视着宋庆龄病中颤抖的笔

迹，向前来采访她的记者指出：宋庆龄是一位热爱人民的伟大政治女性。 

 

  
*王安娜在德国寓所书房内摆放的宋庆龄 1946 年在上海、周恩来 1946 年在南京的照片 

 

 

 

 

文中所有注*的照片为王安娜之子王黎明先生提供 


